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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其
空间溢出效应

蓝以信１，∗，黄宇焮１，李　 婵２

１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３５０１１６

２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探究该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

此，从资源配置视角和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出发，改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两阶段链式转化结构模型，并据此构建了考虑非期望中

间产出弱可处置性的两阶段链式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的全局生态福利绩效及分阶段效率，并利

用双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揭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溢出效应，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１）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水平维持在 ０．８ 左右，但有 ６８．３％的城市处于非有效状态，且城市之

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 （２）分阶段来看，生态⁃经济效率为 ０．６８５，经济⁃福利效率为 ０．８６３，差异主要来自三省一市内部，组内

贡献率分别为 ７７．３９％与 ７７．１４％，发展较不均衡。 （３）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而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 ＧＤＰ、城市人均每年消费额、政府干预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提高具有正向促进效

应，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有一定空间溢出效应。 （４）“低经济⁃高福利”、“低经济⁃低福利”和“高经济⁃
高福利”这三类城市最多，且分布较为均匀，而属于“高经济⁃低福利”类的城市最少。 从提升路径来看，单边突破式是绝大多数

城市弥补自身低效率阶段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生态福利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两阶段超效率 ＤＥＡ；空间溢出效应；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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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ｗ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Ｈ⁃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ｔｈ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ｍｏｓ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Ｓｕｐｅｒ⁃ＤＥ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ｔ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２％［１］，至 ２０２２ 年已达 ６５．２２％。 但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速，人口膨胀、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涌现［２］，２０２２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２１ 中国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仍然严峻，使得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生活幸福感。 为解决我国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２０２３ 年 ８ 月我国召开低

碳高质量发展大会，进一步将绿色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策源地，但
部分城市仍然面临用地紧张、环境污染、生活幸福感降低等严峻问题，给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带了巨大

的挑战［３—４］。 鉴于生态福利绩效可以同时将生态、经济、社会福利纳入到一个整体中综合测度，可以有效反映

区域内生态资源消耗转化为社会福利产出的效率。 因此，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探究该地

区城市群的生态、经济、福利三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及其空间效应，可以有效识别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来源

及变化规律等，找出该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探寻相应的提升路径，有助于提升该区域的居

民幸福感，对我国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已有的生态福利绩效研究来看，Ｄａｌｙ［５］最早提出计算单位自然资源消耗所带的福利提升来衡量可持续

发展水平。 臧漫丹等［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内涵等做了具体的阐述，并用比值法测算了 Ｇ２０ 国家的生态

福利绩效。 随后，诸大建和张帅［７］在 Ｄａｌｙ 的思想基础上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并关

注社会福利提高和生态约束等问题。 自此以后，国内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才逐步增多。 在现有研究中，数据

包络分析（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为 ＤＥＡ）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 例如，龙亮军等［８］ 选

取生态足迹作为投入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产出指标，运用 ＣＣＲ 模型测算了上海市可持续发展水平。 李

成宇等［９］采用 ＤＥＡ 中的非期望 ＳＢＭ 模型［１０］测度了我国 ３０ 个省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探讨了影响生态福

利绩效的影响因素。 Ｂｉａｎ 等［１１—１２］采用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分别衡量我国省域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 林克涛

等［１３］和郭炳南［１４］等利用 ＳＢＭ 模型分别考察福建省九市及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 Ｈｕ 等［１５］ 则采用网

络 ＤＥＡ 模型分析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１１１８　 １８ 期 　 　 　 蓝以信　 等：资源配置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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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探究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效应，学者们开始引入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例如，方时姣等［１６］ 利

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Ｗａｎｇ 等［１７］从空间溢出角度出发，运用空

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生态福利绩效。 Ｘｉａ 等［１８］则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空

间溢出效应。 邓远建等［１９］运用经典的空间收敛模型证实全国及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皆存在绝对与条件 β 收

敛。 王珺等［２０］通过 Ｄａｇｕｍ 基尼分解、核密度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区域内外差异和来源、动态演进及收敛特

征。 Ｆｅｎｇ 等［２１］采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误差 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了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县级市生态福利绩效

子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因素。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多数研究在测度生态福利绩效时主要采用单阶段 ＤＥＡ 模型，缺

乏对生态⁃经济⁃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分析，无法识别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内在原因。 目前仅有少数研究采用

多阶段 ＤＥＡ［２２］，但现有研究在效率分析时缺乏考虑系统内在的联动性及非期望产出的弱可处置性。 其次，现
有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维度单一，在投入阶段鲜有考虑社会资源消耗，缺乏对福利水平的多维度衡量，误将

ＧＤＰ 作为福利产出直接衡量居民收入，误认为经济水平与福利水平可以等效替代。 此外，现阶段长三角生态

福利绩效发展十分不平衡，鲜有学者探究长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间空间溢出性以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对长

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为解决以上不足，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入手，将生态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

源三个方面的消耗作为初始投入，从教育、医疗、收入、环境以及消费能力等 ５ 个维度衡量城市的社会福利水

平，建立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简称为 ＵＥＷＰ）两阶段链式结构，并采

用考虑非期望中间产出弱可处置性的两阶段链式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测算全局生态福利绩效和两阶段的效率

并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利用带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空间溢出

效应及其提升路径，为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１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１．１　 理论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１．１．１　 改进的两阶段生态福利绩效分析框架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通过生态资源消耗转化为社会福利产出的效率，故在分析城市从资源消耗到福利提高

的转化过程中，借鉴龙亮军［２２］的生态福利转化系统，构建了改进的两阶段链式 ＵＥＷＰ 转化结构。 区别于已有

研究，本文在第一阶段投入中，不仅考虑生态消耗，参考 Ｂｉａｎ 等［１１］ 在生态福利绩效评价体系中考虑“Ｎ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ｐｕｔ”（非资源方面的投入），增加了社会资源消耗和经济资源消耗；第二阶段中，在传统研究仅考虑

ＧＤＰ 的基础上，考察当地政府的二次财政分配是否致力于提高居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突破了生态福利绩效

的转化“黑箱”完全恒定的假设。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为生态⁃经济阶段，代表生态消耗、社会消耗、经济消耗转

化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效率，即 ＧＤＰ ／ （ＥＦ＋ＳＣ＋ＥＣ），简称为生态⁃经济效率，其中 Ｅ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为生

态足迹，代表生态资源消耗，ＳＣ（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代表社会资源消耗，Ｅ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代表经济

资源的消耗，ＧＤＰ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第二阶段为经济⁃福利阶段，是经济增长（第一阶段的产出变量）和政府

财政投入转化为福利产出的效率，即 ＷＢ ／ （ＧＤＰ＋ＰＥ），可称之为经济⁃福利效率，其中 ＷＢ（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代表综

合福利水平，ＰＥ（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表示公共财政支出，代表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 因此，考虑两阶段同等重

要下，ＵＥＷＰ 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ＵＥＷＰ ＝ １
２
（ ＧＤＰ
ＥＦ＋ＳＣ＋ＥＣ

＋ ＷＢ
ＧＤＰ＋ＰＥ

） （１）

１．１．２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参考 Ｂｉａｎ 等［１１］、邓远建等［１９］ 和龙亮军［２２］ 等对生态福利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针对

每个城市，结合理论框架和现有研究，并在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得性的原则下，构建如图 １ 所示的两阶段

ＵＥＷＰ 转化过程和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其中第一阶段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系

２１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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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投入向经济系统产出的转化，第二阶段是经济系统投入向社会福利系统产出的转化。

图 １　 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中间投入的生态福利两阶段链式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ｃｈａ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ｓｉｒｅｄ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ｓ

表 １　 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类别
Ｃｌａｓｓ

一级指标
Ｌｅｖｅｌ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二级指标
Ｌｅｖｅｌ 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态资源消耗（初始投入） 水资源消耗 人均供水总量（ｘ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ｐｕｔｓ） 能源消耗 人均用电量（ｘ２）

土地消耗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ｘ３） ［２０］

经济资源消耗（初始投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ｐｕｔ） 资金消耗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ｘ４）

社会资源消耗（初始投入）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ｐｕｔ） 劳动力消耗 每万人城镇单位从业人数（ｘ５） ［２３］

生态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 水污染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ｗ１） ［２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ｓｉｒｅｄ ｏｕｔｐｕｔｓ） 空气污染 每万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ｗ２） ［２４］

固废污染 每万人工业烟（粉）尘排放量（ｗ３） ［２４］

经济资源产出（期望中间产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ｏｕｔｐｕｔ） 经济增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ｚ１） ［２３］

财政资源投入（中间投入）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ｐｕｔ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政府公共财政投入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ｖ１） ［２５］

社会福利产出（最终产出）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 ｆｉｎ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ｓ） 医疗 每万人医生数（ｙ１） ［２４］

教育 每万人专任教师数（ｙ２）

消费能力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ｙ３）

收入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ｙ４）

环境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ｙ５）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ｙ６） ［２０］

在第一阶段选取了生态资源消耗、经济资源消耗、社会资源消耗 ３ 个维度的初始投入（Ｘ），生态资源维度

包括水、能源、土地的消耗，经济资源维度是资金的消耗，社会资源维度是劳动力消耗，在本文中分别选用人均

供水总量（ｘ１）、人均用电量（ｘ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ｘ３）、人均固定资产投资（ｘ４）、每万人城镇单位从业

人数（ｘ５）表示。 由于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环境污染，而工业“三废”的有效处理是绿色发展

的重要部分，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于是将工业“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Ｗ），如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ｗ１）、每万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ｗ２）、每万人工业烟（粉）尘排放量（ｗ３）。 另外，中间期望产出（Ｚ）由 ＧＤＰ
表示，用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且 ＧＤＰ 还作为投入指标进入下一阶段，症结在于 ＧＤＰ 的增长仅承担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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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角色，而不是生态福利的最终目标，在本文中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ｚ１）表示。
在第二阶段，将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作为中间投入（Ｖ），同时它是公共财政分配的第二阶段，其数额反映

了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中以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ｖ１）表示。 最终产出指标（Ｙ）在
以往生态福利绩效研究中通常从经济、教育、医疗 ３ 个维度来测度福利产出，涵盖范围较为狭窄，本文借鉴潘

文卿和范庆泉［２５］、赵鑫铖和梁双陆［２６］、杨爱婷和宋德勇［２７］ 对社会福利的测度角度，分别从医疗、教育、消费

能力、收入和环境 ５ 个维度来衡量城市的最终社会福利水平，选取的指标分别是每万人医生数（ｙ１）、每万人专

任教师数（ｙ２）、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ｙ３）、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ｙ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ｙ５）、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ｙ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 ４１ 座城市，为进一步消除规模效应的

影响，除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现成的人均指标，其余指标均按总量除以城市年平均人口进行人均化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局、各省市生态环境局。
１．２　 研究方法

图 ２　 考虑非期望中间产出和中间投入的两阶段网络结构

　 Ｆｉｇ． ２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ｓｉ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ｓ

１．２．１　 考虑非期望中间产出的两阶段链式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

ＤＥＡ 方法由于无需事先确定函数关系、非主观赋

权等优点，成为衡量生态福利绩效最为广泛的方法。
Ｍａｇｈｂｏｕｌｉ 等［２８］基于“弱可处置”的定义，提出了具有非

期望产出弱可处置性和中间投入的两阶段网络 ＤＥＡ 模

型，其模型的网络拓扑结构与本研究考虑的两阶段链式

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转化结构相吻合，故图 １ 可以抽象简

化为作图 ２ 的形式。 然而，Ｍａｇｈｂｏｕｌｉ 等［２８］ 的模型会出

现多个城市同时有效的情况，无法进行进一步对有效区

域进行比较和排序。 为解决这一不足，在借鉴超效率评价思想的基础上，将被评价城市剔除出参考集，从而将

Ｍａｇｈｂｏｕｌｉ 等［２３］的模型拓展为整体以及分阶段超效率模型形式，具体建模过程如下。
假设有 Ｎ 个决策单元 ＤＭＵｓ （ｎ ＝ １，２，…，Ｎ） ，每个决策单元的生态福利绩效有两个阶段构成。 在第一

阶段，对第 ｎ 个城市来说，有 Ｋ 个初始投入 ＸＮ （ｘｎ
１，ｘｎ

２，…，ｘｎ
Ｋ） ，Ｔ 个期望产出 ＺＮ （ ｚｎ１，ｚｎ２，…，ｚｎＴ） ，Ｊ 个非期望产

出 ＷＮ （ｗｎ
１，ｗｎ

２，…，ｗｎ
Ｊ） ；在第二阶段，投入变量除了第一阶段的期望产出 ＺＮ（ ｚｎ１，ｚｎ２，…，ｚｎＴ）作为二阶段的投入，

还有 Ｍ 个外部中间投入 ＶＮ （ｖｎ１，ｖｎ２，…，ｖｎＭ） ，Ｓ 个最终产出 ＹＮ （ｙｎ
１，ｙｎ

２，…，ｙｎ
Ｓ） 。 进一步假设任意的 ｘｎ ≠ ０，

ｖｎ ≠０， ｗｎ ≠０，则第一阶段的生产可能集可以表示为： Ｐ（Ｘ） ＝ ｛（ ｚ，ｗ） ｜ ｘ可以生产（ ｚ，ｗ），ｘ∈ ＲＮ
＋｝ 。 在本研

究中，将弱可处置性定义如下：产出（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是弱可处置性的，当且仅当 （ ｚ，ｗ） ∈ Ｐ（Ｘ）
且 ０≤ θ≤１ 时， （θｚ，θｗ） ∈ Ｐ（Ｘ），ｘ∈ ＲＮ

＋ 也成立。 该定义表明：若想减少非期望产出 Ｗ，就必须相应地减少

期望产出 Ｚ。
基于以上弱可处置性的定义，对于第 ｏ 个被评价城市（记为 ＤＭＵｏ ），结合 Ｍａｇｈｂｏｕｌｉ 等［２８］ 的模型和上述

分析，则考虑非期望中间产出和中间投入的两阶段链式的全局效率值可通过以下超效率模型求解：

ＭｉｎＥｏ ＝
１
２
［ １
Ｋ ＋ Ｊ

（∑
Ｋ

ｋ ＝ １
βｋ ＋ ∑

Ｊ

ｊ ＝ １
θ ｊ） ＋ １

Ｍ∑
Ｍ

ｍ ＝ １
φｍ］ （２）

ｓ．ｔ．　 ∑
Ｎ

ｎ ＝ １
ｎ≠０

（ρｎ ＋ μｎ）ｘｎ
ｋ ≤ βｋｘｏ

ｋ 　 　 ｋ ＝ １，２，…，Ｋ （３）

∑
Ｎ

ｎ ＝ １
ｎ≠０

ρｎｚｎｔ ≥ ｚｏｔ 　 　 ｔ ＝ １，２，…，Ｔ （４）

∑
Ｎ

ｎ ＝ １
ｎ≠０

ρｎｗｎ
ｊ ＝ θ ｊｗｏ

ｊ 　 　 ｊ ＝ １，２，…，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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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ｎ ＝ １
ｎ≠０

（ρｎ ＋ μｎ）ｖｎｍ ≤ φｍｖｏｍ 　 　 ｍ ＝ １，２，…，Ｍ （６）

∑
Ｎ

ｎ ＝ １
ｎ≠０

（ρｎ ＋ μｎ）ｙｎ
ｒ ≥ ｙｏ

ｒ 　 　 ｒ ＝ １，２，…，ｓ （７）

ρｎ，μｎ ≥ ０　 　 ｎ ＝ １，２，…，Ｎ （８）
βｋ，θ ｊ，φｍ ≥ ０　 　 ∀ｋ，ｊ，ｍ （９）

将上述模型中的目标函数修改为 ＭｉｎＥ１ ＝
１

Ｋ ＋ Ｊ
（∑ Ｋ

ｋ ＝ １
βｋ ＋ ∑ Ｊ

ｊ ＝ １
θ ｊ） ，并考虑约束（３）、（４）、（５）、（８）以

及（９）中的 βｋ，θ ｊ 的范围，即为第一阶段的效率评价模型；而将上述模型中的目标函数替换为 ＭｉｎＥ２ ＝
１
Ｍ∑

Ｍ

ｍ ＝ １
φｍ ，并考虑约束（４）、（６）、（７）、（８）以及（９）中的 φｍ 的范围，即为第二阶段的效率评价模型。

１．２．２　 泰尔指数法

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地区之间差异性或资源利用的公平性研究当中［２９—３１］，该方法

可以将区域总体的差异变动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变动和区域间的差异变动，并且可以揭示变动的方向和幅度，
以及各自造成变动的贡献率。 将长三角城市群一共 ４１ 座城市看成一个生态福利绩效系统的整体，刻画整个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Ｔｈｅｉｌ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ｙ
ｌｎ

ｙｉ

ｙ
æ

è
ç

ö

ø
÷ （１０）

式中， ｎ 为样本总数（ ｎ ＝ ４１）， ｙｉ 表示第 ｉ 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 ｙ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

效的平均值。 当所有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无任何差异时，即 ｙｉ ＝ ｙ 时，则 Ｔｈｅｉｌ ＝ ０，所以当泰尔指数越接近 ０
时，各城市间的差异越小，反之差异越大。

假设将 ｎ 个城市划分为 Ｋ 个区域，第 ｋ 组区域 ｇｋ 包含 ｎｋ 个城市，则泰尔指数的分解形式为：

Ｔｈｅｉｌ ＝ Ｔｂ ＋ Ｔω ＝ ∑
Ｋ

ｋ ＝ １
Ｙｋ ｌｎ

Ｙｋ

ｎｋ ／ ｎ
æ

è
ç

ö

ø
÷ ＋ ∑

Ｋ

ｋ ＝ １
Ｙｋ∑

ｌ∈ｇｋ

Ｙｌ

Ｙｋ
ｌｎ

Ｙｌ ／ Ｙｋ

１ ／ ｎｋ

æ

è
ç

ö

ø
÷ （１１）

式中， Ｙｌ ＝ ｙｌ ／∑ ｎ

ｉ ＝ １
ｙｉ 表示城市 ｌ 的生态福利绩效占所有城市总和的比重， Ｙｋ ＝∑ ｎｋ

ｋ ＝ １
ｙｋ ／∑ ｎ

ｉ ＝ １
ｙｉ 表示第 ｋ 组

区域中所包含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和占所有城市总和的比重。 Ｔｂ ＝ ∑
Ｋ

ｋ ＝ １
Ｙｋ ｌｎ

Ｙｋ

ｎｋ ／ ｎ
æ

è
ç

ö

ø
÷ 表示来自区域间的差

异， Ｔω ＝ ∑
Ｋ

ｋ ＝ １
Ｙｋ∑

ｌ∈ｇｋ

Ｙｌ

Ｙｋ
ｌｎ

Ｙｌ ／ Ｙｋ

１ ／ ｎｋ

æ

è
ç

ö

ø
÷ 表示来自区域内的差异。

１．２．３　 空间计量模型

由地理第一定律可知，不同区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３２］，而在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方面，目前学术界常

用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ＳＬＭ），空间误差模型（ＳＡＲ）以及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
空间滞后模型：

ρδｙ ＝ λＷｙ ＋ ε （１２）
空间误差模型：

ｙ ＝ Ｘβ ＋ ｕ （１３）
ｕ ＝ ρＭμ ＋ ε （１４）

空间杜宾模型：
ｙ ＝ λＷｙ ＋ Ｘβ ＋ ＷＸδ ＋ ε （１５）

式中， ｙ 为被解释变量， 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 Ｘ 为解释变量， λ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即度量空间滞后 Ｗｙ 对 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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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ρ 与 δ 皆为系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

２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评价

２．１　 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结果及差异性分析

　 　 基于 １．２．１ 节中构建的考虑非期望中间产出弱可处置性和中间投入的两阶段链式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２０ｂ 软件求解和测算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长三角城市群共计 ４１ 座城市在不同年份上的整体效率结果，
并制图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从图 ３ 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生态福利绩效平均值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趋

势，虽然历年的总体均值都保持在 ０．８９ 以上，但小于 １，未达到有效，表明绝大多的城市都存在投入冗余或产

出不足的问题。 绝大多数年份均值小于中位数，这表明了效率较小的城市较多。 各年份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

的差异先减小后增大，且箱体大小也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差异近几年不

断加大。 观察图 ３ 的小提琴主体部分，可以看出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数据分布较为集中，说明这些年份长

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值相较于其他年份波动较小，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数据分布较为分散，说明这些年

份效率值波动性较大。 ２０２１ 年最小值仅为 ０．５００，２５ 分位值为 ０．７２８，中位数为 ０．８６６ 皆达到全时段最低，且
剔除异常值后，２０２１ 年最大值为 １．３２０，位居第三，表明了低效率值的城市数量随年份增长而增多，且差异不

断增大。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图

Ｆｉｇ．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ＹＲＤ：长三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观察图 ４ 可知，从空间维度而言，处于非有效的城市数量为 ２８ 个，占 ６８．３％，表明多数城市仍处于非有效

的状态。 ４１ 个城市中位数与均值参差不齐，表明各城市整体生态福利绩效仍差异显著。 各城市之间最大值

与最小值差异极大。 在最大值中，极大值为亳州 ２０１４ 年效率值 １．３５１，而极小值为 ２０１７ 年宁波效率值 ０．７３３，
差异高达 ０．６１８。 在最小值中，亳州 ２０１７ 年效率值 １．１０４，而衢州 ２０２１ 年效率值为 ０．５００，差异高达 ０．６０４。 由

图 ４ 仍可以看出宁波市、衢州市属于长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较差的城市，从指标数据分析得到，宁波市属于

高能源投入地区，供水、用电等能源消耗皆名列前茅，且宁波供水量甚至超过江苏省所有城市，如此巨大的投

入却没有带来对应的福利产出，其教师数、医生数等福利产出低于许多其他城市，而衢州市在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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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图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

中，属于工业占比较重的地区，工业三废排放量极高，但教师数、医生数、人均消费品额以及绿地面积等却远低

于其他地区。 从图 ４ 亦可知，各城市间的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中

ＧＤＰ 第一的城市，整体生态福利绩效却低于许多城市，这种情况同时也存在于如六安、连云港等城市，这说明

地区经济越发达，未必代表生态福利绩效越高，体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综合完善教育、医疗、环境等多方

面，方能使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与生活质量、福利水平相匹配。
鉴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该差异性，将长三角城市群按照行政区

划分为三省一市 ４ 个区域，由于上海市只有一个市作为一个区域，所以上海市的区域内差异为 ０，只存在区域

间差异。 在此基础上，将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的结果带入公式（１１），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２０ｂ 软件进

行计算，可以得到表 ２ 全局效率的泰尔指数及其贡献率。 从表 ２ 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

福利绩效泰尔指数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２０１８ 年上升到最大值 ０．０３７８，随后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降为

０．０１９６，下降幅度为 ４８．２％，考察期内全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差异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态势。 从贡献率看，
区域内贡献率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８ 年均超过 ９０％，而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７ 年下降，最终在 ２０１７ 年降至最低

为 ７７．３５％。 在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８１％上下，但 ２０２１ 年又回升至 ９４．３０％。 区域间贡献率从 ２０１３ 年之后

开始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在 ２０１８ 年虽有所降低，但在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２１ 年的区域间贡献率相比 ２０１１ 年

仍是上升趋势。 因此总体差异性虽然主要来自三省内部的差异，但三省一市这 ４ 个区域间的差异正在扩大。
２．２　 长三角城市群分阶段生态福利绩效结果及差异性分析

将全局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两阶段，用 １．２．１ 节中的两阶段模型分别测算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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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所得结果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 由图 ５ 与图 ６ 可知，各市历年总体效率大部分皆小于 １，说明各市的生态⁃经
济效率以及经济⁃福利效率均未达到有效。 且从空间维度而言，图 ５ 与图 ６ 折线呈现放射状，各市之间仍然存

在较大差异。 梳理图 ５ 可知，淮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几乎达到生态⁃经济绩效极低值，为 ０．３ 左右，而徐州

市、南通市、泰州市达到极高值，为 １ 左右，差异巨大。 梳理图 ６ 可以看出上海市经济⁃福利绩效为 ０．４ 左右，而
淮北市绩效达 １．２ 左右，两市之间差异明显。

表 ２　 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Ｗ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区域内差异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区域间差异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区域内贡献率 ／ ％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区域间贡献率 ／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０７ ９４．７２ ５．２８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１ ９４．６９ ５．３１
２０１３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６ ９６．０９ ３．９１
２０１４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９３．９５ ６．０５
２０１５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９ ９３．６２ ６．３８
２０１６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１４ ８７．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４５ ７７．３５ ２２．６５
２０１８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０３３ ９１．２２ ８．７８
２０１９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６ ８１．４２ １８．５８
２０２０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３２ ８５．０３ １４．９７
２０２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１４ ９４．３０ ５．７０

图 ５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经济绩效图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从三省一市来看，观察图 ５ 可知，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总体效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安徽省呈现下

降趋势。 总体差异性虽然主要来自三省内部的差异，但三省一市这 ４ 个区域间的差异正在扩大，据数据显示，
三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上海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极为前沿的城市，而江苏省、浙江省虽皆为经济发展

较为发达的省份，却不乏有一些经济落后的城市，如宿迁市、丽水市等，而安徽省除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
其余城市都处于经济较落后的状态。 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皆为沿海地区，相对于安徽省

的内陆地区而言，这两省一市拥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开放度高等优势。 综合图 ５、图 ６，虽然小部

８１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分城市达到了高生态、高福利的标准，如亳州市、温州市等，凸显这类城市拥有较好的资源协调、经济增长、福
利提升能力，但大部分城市仍未实现双高水平，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具有普适性。 各城市之间仍存在较大

的差异性，且差异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图 ６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福利绩效图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的结果代入公式（１０）和（１１），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２０ｂ 软件

进行计算，可以得到表 ３ 两阶段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异性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泰尔指数呈现波动式上升，上升幅度为 ３１．７４％，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峰值 ０．０５３５，
在 ２０１６ 年下降到低谷为 ０．０２９６，这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经济阶段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差异性在逐渐

扩大。 从表 ３ 还可知，２０１１ 年区域内差异贡献率最大，达 ９５．７０％，２０１８ 年最小，为 ６７．２８％，且每年的区域内

差异贡献率都明显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因此，在生态⁃经济阶段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内部。

表 ３　 长三角城市群分阶段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ｇｅｄ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生态⁃经济效率
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经济⁃福利效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区域内贡献 ／ ％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区域间贡献 ／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区域内贡献 ／ ％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区域间贡献 ／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０．０３５６ ９５．７０ ４．３０ ０．０２５４ ８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０３７１ ９３．７３ ６．２７ ０．０２９６ ８４．７６ １５．２４
２０１３ ０．０３６３ ７１．９２ ２８．０８ ０．０２８４ ８６．２９ １３．７１
２０１４ ０．０３８６ ９２．１４ ７．８６ ０．０２５３ ８３．０６ １６．９４
２０１５ ０．０４０４ ９２．１３ ７．８７ ０．０２４９ ７７．３７ ２２．６３
２０１６ ０．０２９６ ９５．３２ ４．６８ ０．０２１０ ６９．９３ ３０．０７
２０１７ ０．０５３５ ８７．０３ １２．９７ ０．０２０８ ７２．２５ ２７．７５
２０１８ ０．０４８６ ６７．２８ ３２．７２ ０．０２３３ ７０．４８ ２９．５２
２０１９ ０．０４４３ ７９．４３ ２０．５７ ０．０２４８ ６４．１０ ３５．９０
２０２０ ０．０５１９ ８３．０３ １６．９７ ０．０２１２ ６９．２８ ３０．７２
２０２１ ０．０４６９ ７７．３９ ２２．６１ ０．０４９８ ７１．１４ ２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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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３ 的倒数第三列的泰尔指数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福利效率的差异性正在逐渐

缩小。 具体而言， ２０１２ 年差异最大，随后不断缩小，直至 ２０１７ 最低，下降幅度高达 ２９．７２％，但在 ２０２１ 年又攀

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两倍有余。 由此可知，长三角城市群在第二阶段的差异性与第一阶段截然不同，相比于生态经

济效率，经济福利效率更为均衡。 从贡献率来看，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依然来自于区域内的差异，但区域内的

贡献率正在逐渐减少，而区域间贡献率逐渐上升，到 ２０２１ 年，总体差异性有 ７１． １４％来自区域内差异，约
２８．８６％来自区域间差异。 因此，经济⁃福利阶段的总体差异依然来自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的内部城市间的

差距，但区域内的差异正在缩小，而三省一市 ４ 个区域间的差异正在扩大。

３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溢出效应测度

从前述内容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区域间的生态、经济、福利往往会影

响邻近城市，但在传统生态福利绩效测度中，仅考虑本区域因素的影响，无法有效识别邻近区域对本区域的空

间外溢效应。 因此，为了更深入的探究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关联性，本节基于 １．２．３ 的

空间计量模型，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７．０ 软件对该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建模与测算。
３．１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空间相关性检验

借鉴邓远建［１９］、王珺等［２０］研究，选取以下五个维度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关系。 具

体如下：①城市绿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ｓ１）、②环境规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ｓ２）、③经济发展水平：人
均 ＧＤＰ（ ｓ３）、④消费水平：城市人均每年消费额（ ｓ４）、⑤政府干预：财政支出 ／ ＧＤＰ（ ｓ５）。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７．０ 对数据加以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表 ４ 可知，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基本上都通过了 １％的

检验，只有存在少数年份在 ５％与 １０％的显著水平，且莫兰指数值皆为正，体现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在

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即生态福利绩效高的城市聚集在一起，效率低

的城市聚集在一起，地理相接近的城市表现出一定的溢出效应，初步形成一定的联动发展态势，且莫兰指数在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７ 年间逐渐增大，说明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相似性，各城市空间正相关性逐步

增强，故需要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表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各年长三角城市群的莫兰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份
Ｙｅａｒ

莫兰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莫兰指数均值
Ｅ（ Ｉ）

莫兰指数标准差
ｓｄ（ Ｉ）

标准分数
ｚ

概率
Ｐ

２０１１ ０．１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１．６５８ ０．０４９

２０１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４ ２．０５９ ０．０２０

２０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１．３４０ ０．０９０

２０１４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３．０９６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５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２．６１４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６ ０．２５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２．８０５ ０．００３

２０１７ ０．３９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４．３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３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３．４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０．３５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９ ３．８６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２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２．５６８ ０．００５

２０２１ ０．２８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９ ３．０９３ ０．００１

３．２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空间计量检验与溢出效应分析

首先进行拉格朗日乘子检验（ＬＭ），检验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与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皆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同时存在空间误差项与空间滞后项。 其次，将数据进行似然比检验（ＬＲ）与 Ｗａｌｄ 检验，检
验结果表明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并不会退化为 ＳＥＭ 与 ＳＡＲ，表明本文适用空间杜宾模型。 再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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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与 ＬＲ 检验，结果表明双固定效应的拟合优度最好，最终判断本文应该选取带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

型，表 ５ 给出了模型估计结果。

表 ５　 双固定效应下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分数
ｚ

概率
Ｐ＞ ｜ ｚ ｜

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分数
ｚ

概率
Ｐ＞ ｜ ｚ ｜

地区内影响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地区间影响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ｓ１ ０．０５７２ ０．６９００ ０．４９００ ｓ１ ０．４６８５ ２．６５００ ０．００８０
ｓ２ ０．１２０９ ３．０６００ ０．００２０ ｓ２ ０．２６３０ ３．３３００ ０．００１０
ｓ３ ０．２８８６ ３．３９００ ０．００１０ ｓ３ ０．３１２６ ２．３２００ ０．０２００
ｓ４ ０．３１６２ ３．５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４ －０．２０９４ －１．３５００ ０．１７８０
ｓ５ ０．０４６５ １．４０００ ０．１６２０ ｓ５ －０．１１８１ －１．５８００ ０．１１４０

空间 Ｓｐａｔｉａｌ 偏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空间自相关系数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２００６ ３．０３００ ０．００２０ 偏差系数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００５６ １４．９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从表 ５ 可知，长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自回归系数为 ０．２００６，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所构建的双

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有效，且长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某城市生态福利绩

效的提高可以正向促进周围地区生态福利绩效。 根据地区间影响的结果可知，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溢出

效应较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市提升自身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与生活垃圾处理率可以有效提升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 而人均 ＧＤＰ 在 １％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

城市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同时提升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起到正向空间溢出作用。 然而，
周边城市人均消费水平与政府干预力度对本地生态福利绩效的作用不明显。

为了识别长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效应，将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进一步分解，所得结果如表 ６ 所

示。 为了便于分析，将直接效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指各城市自身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人均 ＧＤＰ、城市人均每年消费额、政府干预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另一部分指各城市自身的五个指

标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城市从而对本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将间接效应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指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对本地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第二部分指周边城市五个指标对本地生态福利绩效的

影响。 由表 ６ 可知：（１）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直接影响虽不显著，但间接影响与总影响皆在 １％水平显著，表示

一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 １％，可以使周边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提高 ０．５９１２％，使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

绩效水平提高 ０．６７３４％，说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虽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影响不显著，却对周边城市生态福

利绩效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２）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直接影响系数、间接影响系数、总影响系数皆在

１％的显著水平为正，说明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对城市自身与城市周边的生态福利绩效皆有正向效果；
（３）人均 ＧＤＰ 在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系数皆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在促进自身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同时，也促

进了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提高；（４）城市人均每年消费额的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上，说明城市提升自身人

均每年消费额可以提升自身生态福利绩效；（５）政府干预力度直接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间接影响不显著，同样

说明城市提升自身政府干预力度，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生态福利绩效。
从实证结果亦可看出：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空间溢出效应处于增强状态，经过 １１ 年的变迁，蚌埠市、淮南

市、宿迁市、南通市、淮安市、滁州市、丽水市从无太大空间溢出效应移动至第一象限。 分析这几个城市，可以

看出它们均为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且其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都较高，说明较为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看出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较易被周边城市同等高效率聚集带动。
而绍兴、南京、杭州、湖州、宁波这几个城市从无太大空间溢出效应移动至第三象限，上述 ５ 个城市皆属于人口

规模相对而言较大的城市，虽然此类地区人均 ＧＤＰ 和城市人均每年消费额较高，但从结果看出它们逐渐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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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低低聚集效应。

表 ６　 双固定效应下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直接影响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影响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影响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直接影响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影响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影响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ｓ１ ０．０８２２ ０．５９１２∗∗∗ ０．６７３４∗∗∗ ｓ４ ０．３０６２∗∗∗ －０．１６２４ ０．１４３８
ｓ２ ０．１３１８∗∗∗ ０．３４４７∗∗∗ ０．４７６５∗∗∗ ｓ５ ０．０４１７ －０．１３１１∗ －０．０８９４
ｓ３ ０．３１３２∗∗∗ ０．４３６３∗∗∗ ０．７４９４∗∗∗

　 　 ∗、∗∗、∗∗∗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４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路径

４．１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两阶段关联性分析

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虽然长三角城市的平均效率相差不大，但由于各个城市资源配置差距较大，故此不

同阶段的效率仍有很大差距。 从第 ２ 节可知，长三角城市群两阶段均值分别为 ０．６８５ 和 ０．８６３，以此为分界点

将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划分为四大类，生态⁃经济阶段效率高于平均值简称“高生态”，经济⁃福利阶

段效率高于平均值简称“高福利”，其余依此类推。 因此，具体类别为：“高生态⁃高福利（Ｈ⁃Ｈ）”、“高生态⁃低
福利（Ｈ⁃Ｌ）”、“低生态⁃高福利（Ｌ⁃Ｈ）”、“低生态⁃低福利（Ｌ⁃Ｌ）”，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从图 ７ 可得如下结论：
（１）属于（Ｈ⁃Ｈ）的城市有亳州市、温州市等 １１ 座城市，占样本总数的 ２６．８３％，说明这 １１ 座城市能够较好

地协调社会、经济和福利的均衡发展，但剩余的超过 ７０％长三角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仍然偏离了最佳区域，
存在资源配置冗余、经济和福利产出不足或环境污染相对较大等问题。

（２）属于（Ｌ⁃Ｈ）的有南京市、绍兴市等 ９ 座城市，这类城市制约总体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为生

态⁃经济效率较低，这些城市虽能较好地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转化居民福利，但是这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和

生活水平，却是建立在过多的生态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配置之上。 故针对此类城市，今后应重点改善经

济增长模式，走低消耗、高增长的绿色节能发展道路。
（３）属于（Ｌ⁃Ｌ）的有苏州市、宁波市等 １１ 座城市，这些城市在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方面都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苏州市与同为江苏省的南京市相比，每万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后者的 ２．７ 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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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的公共财政支出仅次于上海市，是南京市的 １．３ 倍，但巨大的资源配置并没有使苏州市的福利产出高

于南京市，今后苏州市应大力加强污染减排工作，同时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均衡发展。
（４）属于（Ｈ⁃Ｌ）的有上海市、盐城市等 １０ 座城市，这类城市由于经济⁃福利效率低下而导致总体生态福利

绩效较低，其中上海、舟山和黄山三市的经济⁃福利效率与均值的差距都超过了 ０．３ 以上。 上海市经济总量最

大，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最高，但福利水平并不高，且由于人口众多，造成了医疗、教育资源的挤占，每万人的医

生和教师数低于杭州、南京等市，使其未能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行列。
４．２　 效率提升视角下的发展路径

根据上述长三角城市群的分类，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路径：①（Ｈ⁃Ｌ）→（Ｈ⁃Ｈ）
和（Ｌ⁃Ｈ）→（Ｈ⁃Ｈ）的补短板式的单边突破型提升路径。 即在生态福利转化过程中，继续保持高效阶段的同时

着力弥补自身劣势，从而提升整体的生态福利绩效。 ②（Ｌ⁃Ｌ）→（Ｌ⁃Ｈ）→（Ｈ⁃Ｈ）和（Ｌ⁃Ｌ）→（Ｈ⁃Ｌ）→（Ｈ⁃Ｈ）的
双边突破式提升路径。 ③（Ｌ⁃Ｌ）→（Ｈ⁃Ｈ）的跨越式提升路径。 这要求城市能够高效配置现有的生态、社会资

源提升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出台惠民政策，提升当地居民对教育、医疗、收入、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福利。 具体

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路径为：
（１）位于（Ｈ⁃Ｈ）区域城市是其他城市学习的标杆，但这些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只是在长三角城市群内相

对较高，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仍然应该提升自身生态福利绩效。 例如，泰州作为第一阶段效率最高的城市，
在第二阶段效率值只是略微超过平均水平，说明在经济⁃福利方面应继续加强，而泰州以医药业闻名，但医生

数量却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排名靠后，泰州市应重点抓当地医学教育水平，通过增设医学相关专业，扩大招生规

模，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环境和待遇，大力吸引医疗人才并防止人才外流。
（２）位于（Ｌ⁃Ｈ）区域和（Ｈ⁃Ｌ）的两类城市应采取往（Ｈ⁃Ｈ）的单边突破式提升路径。 前者应侧重提高经济

增长，合理配置生态资源和社会资源，将粗放型经济转变为绿色集约式经济。 后者应着重优化公共经济支出，
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之间的转化，提高当地福利水平，促进人民幸福感的提升。 例如，淮北市经济以重工

业为主导，工业“三废”排放量较高，特别是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导致其在第一阶段效率较低。 因此，淮
北市应以减少污染为突破口，加强对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排放监管。 同时，从引入先进的净化技术入手，采
用清洁燃烧技术，督促企业研发无污染技术，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３）其余的 １４ 座城市皆落在（Ｌ⁃Ｌ）区域，这些城市可以选择较为激进的（Ｌ⁃Ｌ）→（Ｈ⁃Ｈ）的跨越式提升路

径，但操作难度较大，故此建议采取（Ｌ⁃Ｌ）→（Ｌ⁃Ｈ）→（Ｈ⁃Ｈ）或（Ｌ⁃Ｌ）→（Ｈ⁃Ｌ）→（Ｈ⁃Ｈ）的双边突破式提升路

径。 即建议该区域集中资源先着重提高其中一个阶段的效率，再循序渐进地提升另外一个阶段的效率。 如池

州市和宣城市作为（Ｌ⁃Ｌ）城市，在两阶段都应抓紧提高，可采用（Ｌ⁃Ｌ）→（Ｈ⁃Ｌ）→（Ｈ⁃Ｈ）的路径，先以转换经

济发展模式为突破口，以严格把控能源投入，实行节能减排，注重生态保护为抓手，达到（Ｈ⁃Ｌ）阶段时生态已

有较大的改善，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减少人才外流，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同时改善当地医疗、教育大

环境，从多方面提升人民福利。

５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特点，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将生态福利绩效黑箱打开，考虑生态⁃
经济、经济⁃福利两阶段，构建了两阶段链式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转化结构，从医疗、教育、收入、消费能力、环境

等多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出发，构建了考虑非期望中间产出的两阶段链式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测度长三角城

市群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并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了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溢

出效应，进而提出了改善生态福利绩效的路径。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 从整体上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全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超过六成的城市 １１ 年间

生态福利绩效平均值小于 １，处于无效状态。 历年总体均值在 ０．８９０ 左右小范围波动，并未呈现上升趋势，生
态福利绩效的改善进入瓶颈期，根据图 ３、图 ４ 同样可以直观看出各个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两极分化较

３２１８　 １８ 期 　 　 　 蓝以信　 等：资源配置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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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 从两阶段的图 ５ 和图 ６ 结果可知，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略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三
省一市在不同阶段效率有所差异，考察期内上海市生态⁃经济效率大约持平于江苏省，且高于其余二省，但经

济⁃福利效率却远远落后于其他三省，经济⁃福利效率低下是造成上海市全局生态福利绩效落后的原因。
（２） 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长三角城

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发展呈现高⁃高、低⁃低的聚集趋势。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

ＧＤＰ、城市人均每年消费额、政府干预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城市自身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 ＧＤＰ 对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果，而城市自身城

市人均每年消费额、政府干预对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抑制效果。
（３） 从长三角城市群两阶段生态福利绩效的二维分布来看，属于“低生态⁃高福利（Ｌ⁃Ｈ）”类的城市最少，

其余城市几乎平均分布在“高生态⁃低福利（Ｈ⁃Ｌ）”、“低生态⁃低福利（Ｌ⁃Ｈ）”和“高生态⁃高福利（Ｈ⁃Ｈ）”这三

类中。 针对不同分布类型的城市，为提升全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有单边突破式、双边突破式和跨越式三种提

升路径。 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在生态福利绩效转化过程中都有各自短板，难以在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

展，且并没有能够满足两阶段都有效的城市。 因此，绝大多城市可以采取单边突破式的提升路径，集中优势资

源，着重弥补自身低效率阶段的不足。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较差的区域，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１）针对第一阶段生态⁃经济效率较低的城市，重在优化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高污染和高能耗企业，

使城市内有条件的工业企业走降碳减排保质量的发展路径，优先发展绿色创新产业，尤其是低碳高科技产业，
但需做到因地制宜。 例如：常州市由于全社会人均用电量过高，且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也高于其他城市，造成

环境污染，成为第一阶段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因此，调整常州的工业结构促进节能减排是其实现绿色发展

的重要途径。
（２）针对第二阶段经济⁃福利效率较低的城市，应着重依托经济发展优势，优化公共支出，加大对民生福祉

的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提高当地的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的水平，提升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 例如，黄山市可

依托其生态优势，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等方式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产业。 依靠利用

其旅游收入，改善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上海市需要从人均角度关注福利的普惠

性，尤其是面临大量外来就业人员，关注收入分配不均问题，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

式，保障外来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提高服

务质量和可及性。
（３）针对第一和第二阶段都低于 ０．７ 的池州市和宣城市，由于这两城市都具有资源消耗较高，污染排放较

多和产出不足的特点。 因此，池州市和宣城市，需要严格把控能源投入，实行节能减排，注重生态保护。 池州

市作为“天然氧吧”，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景观，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居民就业率

及提高居民收入，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减少人员外流，从而提高当地教师数与医生数等。 而宣城市作为“文房

四宝之乡”，在发展其造纸工艺的同时，要注重工业三废的排放处理，推动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在节能减排和

降低污染等多方面下功夫。
该论文主要侧重于同质资源配置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在两阶段转换结构框架下的生态福利绩效研究，针

对部分区域有、部分区域没有的特色指标（如耕地投入［３３］、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３４］ 等），由于涉及异质性结构

问题，尚未纳入研究。 今后可构建包含此类异质结构的指标体系，深入探究该区域或其他城市群的生态福利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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